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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20大五中全会已经结束，从新华社发表的“公报”，以及和之前两个全会文件的比

较，我们不难看出过去三年来的中共政治走向。 

2024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 20 大三中全会，出席的中央委员为 199 人，候补委员 165 人，

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主要目标是完善制度、激发经济活力，通过的文件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2025 年 10 月四中全会，出席的中央委员为 168 人，候补委员 147 人，会议的主题是“制

定十五五规划”，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现代化建设，通过的文件是《十五五

规划建议》。 

2026 年 10 月的五中全会，出席的中央委员为 162 人，候补委员 117 人，会议的主题是

“全面从严治党”，主要目标是党的建设、纪律与执政能力，通过的文件是《持之以恒全面

从严治党的决定》。 

从三中到五中全会：正式中央委员出席人数减少 37人，约 18.6%；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人

数减少 48人，约 29.1%。两类委员合计出席人数从 364人降至 279人，减少 85人。 

这种变化值得重视，但不能把减少的 85人直接认定为被查处或撤职的人数。因为出席人

数受到缺席、职务变动、退休、去世、纪律处分等多种因素影响。 

三中全会强调通过改革解决发展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四中全会强调通过规划实现发展目标，进一

步明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全面

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五中全会强调通过党的自我治理保障执政能力，把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政治建设、组织纪律、监督体系以及自我革命作为主要论述对象。 

军队人事变化，是五中全会最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与三中、四中全会相比，五中全会在

军队高级干部问题上的政治意义尤其突出。 

五中全会公报确认了对张又侠、刘振立等多名军队高级干部的纪律处分，并增选张升民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一变化至少有三层意义。首先，军队反腐已不局限于基层或个别装备采购部门，而是触

及高级指挥层。其次，军队高级干部受到集中处分，可能影响指挥体系的稳定性、干部之



间的信任以及军事决策的连续性。第三，张升民进入中央政治局，显示负责军队纪律与政

治监督的高级干部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三个全会公报都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两个确立、四个自信、四

个意识、两个维护”（简称：2442）的提法在三中和四中的公报中都明确出现，但是在五

中的公报中却被完全省略。 

三个全会都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但五中全会公报重点强调“民主集中制”，三中和

四中全会公报虽然也提到“民主集中制”，但不是突出议题。 

五中全会讨论的正是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党的领导制度。按过去的政治

话语习惯，这些议题非常适合强调“2442”。然而公报没有使用这套“2442”的完整表述，反

而突出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 

2024年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

政治建军。这里的关键是“健全”和“制度机制”，它不只是要求军队服从军委主席，而且要

通过军队改革，把主席负责制落实到组织结构、决策程序和指挥体系中。 

2025年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

是直接而明确的政治要求。 

2026年五中全会公报没有直接提到军委主席负责制，却专门论述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

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提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实行正确的集

中。” 

此外，还要求提高党内民主质量、严格执行领导班子决策议事规则、规范“一把手”履职用

权。这比一般性提及民主集中制更加具体，尤其是将领导班子决策规则与“一把手”权力规

范联系起来。 

从政治信号上看，五中全会确实出现了从强调最高军事领导权威，转向突出党内组织规则

的措辞变化。 

如果说“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变化，主要反映政治语言的变化，那

么中央军委领导班子的变化，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结构变化。 

从 2024 年三中全会到 2026 年五中全会，中央军委经历了从相对完整的七人领导班子，

到高级将领连续被清除，最终公开在任领导层只剩两人的重大变化。军委的专业军事领导

层几乎全部退出。 



当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高层领导连续退出，新的领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时，决策质量、专

业协调和政策执行的连续性都可能受到影响。军委最高层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但实际权力如何分配，仍需要更多证据。 

三次全会公报均强调反腐，但地位不同。 

三中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中。四中全会把从严治党作为实现十

五五规划的政治保障。五中全会则直接审议通过专门的全面从严治党决定，并对党内监

督、干部纪律和反腐机制作出系统部署。 

五中全会公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公报承认党面临的考验和危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这说明官方并不认为

十多年的反腐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问题。 

第二，反腐涉及的高层范围非常广泛。五中全会确认对 33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另对李云

泽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其中涉及党政、金融、国防工业及军队高级干部。 

反腐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之一。如果反腐取得了根本性的制度成功，为什么到 2026

年仍然需要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门研究如何继续从严治党？ 

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中共官方解释：反腐不断深入，说明党的自我净化能力增强。另一

种解释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纪律检查和政治整肃，虽然可以惩治大量腐败干部，却未必能

够消除权力缺乏外部制约所产生的腐败土壤。 

五中全会公报本身更能证明反腐任务尚未完成，而不能单独证明哪一种反腐机制更加有

效。  

习近平 2012年上台以后，反腐败的规模、持续时间以及涉及官员的级别，都十分突出。

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到省部级官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和基层干部，都有

受到调查和处分的案例。 

这说明习近平至少做到了两件事：第一，打破了部分高级官员事实上不易受到追究的局

面。第二，通过持续的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提高了腐败行为受到查处的现实风险。 

因此，如果以查处人数、涉及官员级别和反腐持续力度为衡量标准，反腐无疑是习近平执

政的重要政治行动，也可以被视为一项成绩。 

但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惩治了多少贪官，与减少了多少腐败，并不是同一个指标。查处

人数增加，可能意味着腐败严重，也可能意味着监督更加有效，还可能是两者同时存在。

所以，不能仅凭被查处官员数量，就证明反腐已经取得根本成功。 



最新官方数据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根据 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数据，立案件数高达

101.2万，受处分人数 98.3万，立案的省部级或以上官员 115人。2026年五中全会又确

认了 33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开除党籍处分，其中涉及大批军队高级将领。 

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被查处的高级官员中，有不少是在习近平任内得到提拔的？这一

点，实际上比反腐案件数量更加具有政治杀伤力。 

以军队为例，何卫东在 2022年进入中央军委并担任副主席，苗华也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担

任重要军队领导职务。此后两人均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处分。 

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习近平有能力发现并惩处这些腐败官员，为什么他

所领导的干部选拔、考察和监督体系，未能在他们进入最高领导层之前有效识别问题？作

为长期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高级干部选拔机制的有效

性，负有不可回避的领导责任。 

反腐越深入，暴露的高级干部问题越多，对干部选拔制度的质疑就越强烈。这至少说明，

经过十多年反腐，中共高层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在“不敢腐”方面

取得了可观察的成绩，但在“不能腐”和“不想腐”方面，尚缺乏同样有说服力的成功证据。 

习近平反腐的基本模式，是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巡视巡察、组

织处分和司法追责来加强监督。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具有明显优势：执行速度快，能够集中力量调查高级官员。但也存在

一个根本性问题：监督者本身由谁监督？ 

如果腐败主要依靠上级发现、上级调查、上级处分，那么制度的效果就高度依赖上级领导

人的意愿、判断能力和用人水平。而要真正实现“不能腐”，不仅需要严厉惩处，还需要能

够持续运行的权力制约机制，包括更透明的公共决策、有效的利益冲突管理、独立性更强

的审计和司法监督，以及可靠的举报保护。 

但这是否足以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还需要实际制度变化来证明。 

这里的政治悖论，不只是“抓了很多贪官，但贪官仍然很多”，而是反腐的成绩越大，越说

明原有腐败问题的严重；反腐持续的时间越长，越需要检验反腐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而被

查处的高级官员中，习近平任内提拔的人越多，就越难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前任留下的政

治遗产。 

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反腐败既是他最突出的政治成绩，也可能是他最深刻的制度性失

败。他通过大规模反腐惩处了无数违纪违法官员，却始终未能证明已经建立起使官员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一批受到严厉处分的高级官员，恰



恰是在习近平执政期间获得提拔和重用的。这不仅是官员个人的腐败问题，也是最高领导

层干部选拔、权力监督和制度治理的问题。 

习近平反腐的政治悖论：权力越集中，制度失败的责任越难推卸。五中全会没有提供足够

证据证明习近平的最高权力已经动摇，却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证据，说明习近平领导下的干

部选拔、军队治理和反腐监督体系，仍然面临严重的制度性挑战。根本的问题，也许是建

立一个不再需要依靠最高领导人不断发动反腐运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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